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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１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审计监督作为调节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

据模型的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和审计监督对反腐败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财政分权与地

区腐败水平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具有抑制作用的假设;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对

地区腐败水平的影响受到审计监督的约束,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审计监督的处罚力度越大,越有可能增强财

政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地区腐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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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财政体制分权式改革,１９９４年又实施了分税制改革,财政权利的重

新配置形成了新的政府间关系,也引发了对财政分权政策实施效果的讨论,其中,财政分权与腐败关

系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与各级政府(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委托代理关系.因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受托经济责任是审计存在的重

要前提[１],根据«宪法»和«审计法»,我国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

立审计机关,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其目标是推动国家实现“良治”[２].腐败治理是国

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从理论层面上看,作为专设的经济监督机构,审计机关主要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来稳定财政分权制度,防止公共权力异化,进而遏制腐败.本文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我国３１个省区的面

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国家审计的反腐败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获得有益的经验证据.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是首次将财政分权和审计监督作为互补变量,考

虑了两者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对现有反腐败研究文献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二是以往文献对国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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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腐败功能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本文首次对国家审计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

究,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三是考虑到腐败治理是一个连续过程,本文建立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
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弱化样本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研究成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

实证结果与讨论;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于财政分权和腐败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对腐败

有“抑制”作用,指出财政分权能够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竞争和公共产品提供的多元化,从而自动约

束官员的腐败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对腐败有“诱导”作用,指出过度分权使官员拥有更多的

决策自由,可能导致寻租行为,进而衍生出腐败问题.对此,双方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３].
在实证研究方面,早期一些学者的研究样本来源于跨国数据.Treisman利用多个国家的商业调

查问卷计算“腐败感知”指数,发现经济发达国家和英属殖民地国家腐败程度较低,而联邦制国家腐败

程度较高[４].Fissman和 Gatti利用国际上国家风险指南的腐败指数作为衡量各国腐败水平的指

标,对５７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分权会减少腐败,在考虑将立法层次作为政

府分权的工具变量后,这种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５].Arikan利用税收竞争和寻租理论解释财政分权

和腐败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是很强,但确实存在[６].

Fan等搜集了分散在８０个国家的企业贿赂公职人员的有关报道,发现行政层次较多的政府,其公职

人员受贿报道更加频繁;但如果政府拥有较高GDP份额支配权,其公职人员受贿报道就不常发生[３].

Antonio利用１００个随机选择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后,拥有较多

层级政府的国家,其腐败程度更加严重[７].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以某一国家或经济体的数据为基础研究财政分权与腐败的关系.Dincer

等利用美国联邦政府的贪污定罪数据,构建标尺竞争模型,通过空间自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腐败和

征税权利下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８].Alexeev和 Habodaszova研究了俄罗斯的财政分

权、灰色经济和政府腐败之间的关系,指出政府分权程度越高,企业家越有动机通过贿赂方式“俘获”
政府官员,使灰色经济合法化[９].Nicu研究了罗马尼亚的官员腐败问题,指出财政分权水平和政府

管理能力是其中最敏感的因素[１０].OtoＧPeralías等利用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经济合作组织的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有助于缓解公共赤字的不良影响,同时,财政分权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减

少官员腐败行为[１１].
陈抗等认为１９９４年中国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匹配的局面日益严重,在获取预

算外收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从“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腐败官员占

有[１２].吴一平最早开展了中国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他利用中国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年的省级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１３].万广华和吴一平创建了一个基于回

归方程的分解框架,并将其运用于中国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的跨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间

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间财政分权转变为腐败的抑制因素[１４].

Kilkon和 Hui利用中国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的关系,
发现财政分权对官员腐败的抑制作用随着政府执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１５].潘春阳等研究发现,财政

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扩张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剧地区的腐败水平,在控制上述因素的影响后,
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了抑制作用[１６].

从以上文献可知,因国别、样本或方法选择的不同,有关财政分权与腐败关系的研究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这也反映出财政分权影响官员腐败的作用机制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腐败根植于政府的权力,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多数权力集中在少数官员手中,他们

就可能利用掌握的权力创租或抽租,在特定条件下,财政分权有助于减少腐败行为.虽然我国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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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中期出现了分权滋生腐败的问题,但这是由于经济转轨期间制度不完善和改革

措施不配套导致的非预期政策效果[１７].而我们的样本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与以往的研

究期间相比,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致力于解决财政分权和行政集权的矛盾,以及规范财政分权制

度[１８].例如,２００２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２００２)第２６
号＞»,在该文件中明确规定“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政府财政收入进行合理划分,确保县级财政所占的份

额,防范地方财政收入被上级政府剥夺”.同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分权化,更重要的是建

立了一套与分权化相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具体表现在:地方官员晋升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关联,地
方官员的升迁概率与其任期内的GDP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１９].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有效压

缩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和寻租空间,因为腐败会对经济增长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腐败现象的蔓延被

认为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２０].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１:财政分权对官员腐败具有抑制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大的地区,腐败水平越低.
在公共财政体制下,作为公众的纳税人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以税款的方式让渡给政府,由政府提

供无法按照市场原则供给的公共产品,在这样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只是处于受托者地位,而
委托者及最终消费者则是公众,公众因此而拥有税收和财政支出的监督权[２１].纵观全球各国的国家

审计实践,国家审计是接受公众委托对政府管理者承担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进行的经济监督行为.

Gray和Jenkins指出,要理解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就必须理解不同性质的受托责任标准,程序性受托

责任标准强调过程或执行,结果性受托责任标准强调后果或影响,在不同标准背后是委托人和受托人

对不同理性的追求或折衷[２２].Ferraz和 Finan指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就财

政支出及其绩效向纳税人进行报告和接受监督的范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应包括

“政府对选民的各种期望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回应”[２３].
国际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对腐败的界定是:“公共部门的官员错误地使

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根据受托经

济责任论的观点,审计是为了保证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一种经济控制,腐败会妨碍受托经

济责任履行,因而腐败治理应是审计的目标之一[２４].随着纳税人权利保护意识的提升,在财政分权

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以满足社会公众需要为目的,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必须接

受审计监督.政府官员不能将税款用于与纳税人利益无关的项目,当然更不能挪用、浪费或贪污纳税

人的税款[２５].
随着现代审计功能的拓展与创新,我国审计机关逐渐将对人和对事的监督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经济责任审计条例»
的规定,地方政府党政领导干部因晋升、调离等原因离开原任职岗位,应当依法接受经济责任审计,经
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预算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遵守国家财经纪律情况、经济管理决策情况以及

廉洁自律情况等.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转轨的内在要求[２６].
作为满足社会公众对领导干部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进行监督诉求的一种制度安排,经济责任审计是考

核、评价和任用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也成为防止权力滥用、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治理机制[２７].
国家审计是对财政分权的一种权力制约监督工具,在腐败治理中具有自身的优势② .首先,审计

监督是一种日常性的持续监督,审计工作始终关注国家财政,最有条件发现财政资金被侵占、挪用或

贪污的腐败线索.其次,审计人员拥有在财经领域履行监督职能的专业能力和人员优势,很多震惊全

国的腐败案件都是由审计机关率先发现并移送的[２４].最后,国家审计机关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依法

审计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能够客观公正地揭示问题.
一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为另一个解释变量的水平不同而有所不同,则这两个变量之间

就存在交互效应(interactioneffects).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多数学者往往假设影响地区腐败水平

的各因素是独立、平行的变量,相互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事实上,影响地区腐败水平的各因素并不

一定孤立发挥作用,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财政分权和审计监督作为影响地区腐败水平的两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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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两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２:审计监督力度越大,越有可能增强财政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地区腐败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借鉴国内外反腐败研究的相关文献,本文设计的检验模型为:

Corrupit＝β０＋β１Corrupit－１＋β２Decenit＋β３Audit＋β４Decenit×Auditit＋β５PGdpit＋β６Govit＋

β７Wageit＋β８Eduit＋εit

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

１．地区腐败水平(Corrup).国外文献多数利用民意调查问卷衡量腐败程度.国内学者主要采取以

下几种方法衡量地区腐败水平:一是直接利用职务犯罪立案数进行测算,该方法未考虑不同省份人口规

模的影响;二是采取每万名公务员中的职务犯罪立案数进行测算,这种方法未考虑国有企业存在的腐败

问题;三是采用每百万人中的腐败案件数量测算各省区的腐败程度.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以人民检察

院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立案数与当地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我国各地区的腐败水平,即:地区腐败水

平＝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立案数/地区人口数(百万),这也与吴一平和万广华的做法一致[１３][１４].本文在模

型中增加了地区腐败水平的滞后项,因为腐败行为被认为具有“传染”性[２８],腐败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持续

的进程,上期对本期的影响是存在的,加入地区腐败水平的滞后项有助于减少遗漏变量.

２．财政分权(Decen).财政分权用于描述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财政收支权限的大小.Oates
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衡量财政分权程度[２９].Zhang和 Zou采用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

人均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值,衡量中国财政体制下的分权程度[３０].我国学者吴一平、潘春阳等也

沿用Zhang和 Zou的方法计算财政分权水平[１３][１６].由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主要表现为“收入集权、
支出分权”的特征,从支出角度衡量财政分权更加客观.因此,本文利用各省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与

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地区财政分权程度.

３．审计监督(Audit).审计监督反映各级审计机关对财政支出真实性、合法性与效益性的检查监

督力度.我们利用审计查出问题的处理处罚金额占该地区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来衡量.这种处

理方式是建立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上:审计监督的力度对官员腐败产生威慑作用,由于地区财政支出呈

逐年递增趋势,这种威慑作用是政府官员通过审计查出问题的处理处罚金额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较

“感知”到的③ .根据我们的分析,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水平的影响受到审计监督的约束,故我们在解

释变量中加入财政分权与审计监督的交互项来反映这种作用.

４．其他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５][８][１４][３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公务员工资水平、教育程度

等因素都会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影响,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重要的

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PGdp)利用各地区的人均 GDP进行衡量;政府规模(Gov)利用预算

内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的比例衡量;公务员工资水平(Wage)利用地区公务员(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职工)人均工资与地区人均工资的比例衡量;教育程度(Edu)利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
(二)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全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各省历年贪污受贿等职

务犯罪立案数来源于«中国检察年鉴»,通过阅读各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获取;各省历年审计处理

处罚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分析方法

本文建立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中,为避免财政分权和审计监

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滞后项与随机误差项相关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我们采用广

义矩估计方法(GMM)进行估计,通过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使有限样本估计结果更

加有效.本文在处理计量经济模型时采用的是Eviews７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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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１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地区腐败水平(Corrup)的均值(中值)为０２８３５
(０２６８６),最大值为１６０３,最小值为０１０１,说明各地区腐败程度差异较大.同理,财政分权(Decen)、
审计监督(Audit)、经济发展水平(PGdp)和政府规模(Gov)在各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但通过各变

量的均值和中值的比较可知,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说明各变量不存在极端值和异常值的影响.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ean Median Maximum Minimum Std．Dev．

Corrup ０．２８３５ ０．２６８６ １．６０３０ ０．１０１０ ０．１１１７
Decen ０．９８４３ ０．７７９９ ３．６０５５ ０．３７８５ ０．６３８２
Audit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４５２ ０．３８３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４３７
PGdp ２．２０４５ １．６９５３ ８．５２１３ ０．３１５３ １．６３９５
Gov ０．２０５５ ０．１６９９ １．２５１４ ０．０７６８ ０．１４９８
Wage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１８６ １．６８４９ ０．７６５０ ０．１５１５
Edu ８．０３６６ ８．１６７５ １０．６４６９ ３．７３８４ １．０２９１

(二)相关性检验

对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各解释

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０６３,说明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的要求,选择地

区腐败水平滞后２期的一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
模型的估计均使用稳健标准差,扰动项相关性检验

表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过度识别检验表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模型的估计结果

Variable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Corrup(－１) ０．１５９８∗∗∗

(１８．６７１６)
０．１４２２∗∗∗

(１５．９６６７)
０．１４６６∗∗∗

(３２．４２９４)

主效应

Audit －０．１２１２∗∗∗

(－４．３０９２)
－０．０７５６∗∗

(－２．５２４６)
－０．３２６４∗∗∗

(－４．９８３５)

Decen －０．０４７９∗∗∗

(－５．９０５３)
－０．０４６８∗∗∗

(－６．０７２６)

交互效应

Decen×Audit ０．３４３５∗∗∗

(４．７２２６)

控制变量

PGdp －０．０２５０∗∗∗

(－１４．２５２１)
－０．０２７７∗∗∗

(－１４．５６０２)
－０．０２７２∗∗∗

(－１６．１４３８)

Gov ０．２１９７∗∗∗

(１１．３０３３)
０．３６６５∗∗∗

(１５．０５５５)
０．３９６８∗∗∗

(１５．９３５６)

Wage －０．１５７２∗∗∗

(－１０．０８０２)
－０．１５８５∗∗∗

(－８．４８９１)
－０．１３３９∗∗∗

(－６．２４３４)

Edu ０．００６４∗∗∗

(５．５６０５)
０．００９６∗∗∗

(７．３４６２)
０．００８５∗∗∗

(４．６７５９)
JＧstatistic ２５．４５３９∗∗∗ ２５．２０４７∗∗∗ ２４．２５０８∗∗∗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代表系数在１％、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模型(１)是 包 括 控 制 变 量 和 审 计 监 督 项

(Audit)的基准模型.为检验假设１,在模型(２)
中加 入 财 政 分 权 项 (Decen),回 归 结 果 显 示,

Decen的系数为 －０．０４７９,且在１％的水平下显

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对地

区腐败水平有抑制作用,假设１得以验证.为验

证假设２,在模型(３)中加入 Decen×Audit交互

项,回归结果显示,Decen的系数为 －０．０４６８,在

１％的 水 平 下 显 著,Decen× Audit 的 系 数 为

０３４３５,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假设２得以验证,
即财政分权(Decen)和地区腐败水平(Corrup)的
关系受到调节变量审计监督 (Audit)的影响,

Decen和 Audit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共同对因变

量(Corrup)的变化产生作用.这表明审计监督

通过对财政分权的制约而发挥腐败治理工具的功

能,财政分权的反腐败成效通过审计监督的力度

得以体现,即:审计监督力度越大,越有可能增强

财政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进而降低地区腐败

水平.Decen和 Audit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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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财政分权与审计监督交互项的示意图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PGdp的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了腐败概率,地方经济的

发展有助于减少腐败行为.Gov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

府规模的扩张会加剧地区腐败程度.Wage的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公务员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官员腐败

行为,“高薪养廉”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Edu的

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当前“高学历”腐败频发的现实情况相

符,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与我国政府官员的选聘机制过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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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历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我们改变部分研究变量的衡量方法,采用职务犯罪立案数衡量地区腐败水平,采用各省人均财政

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采用审计监督移送人数衡量审计监督力度.重

新进行回归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Decen)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财政分

权(Decen)与审计监督(Audit)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可见,回归结果并无

显著变化,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区腐败水平的关系为负,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财政分权

对官员腐败具有抑制作用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这说明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和制度的不断完善,
财政分权对约束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促使财政分权成为官员腐败的制约因素.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财政分权与审计监督的交互项之后,交互项的系数为

正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审计监督相互依存,审计监督的力度越大,越有可能增

强财政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进而降低地区腐败水平.正如任何公司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构建一个

合理、完善的治理结构一样,在公司治理中,离不开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积极作用.在国家这样一

个大系统中,国家审计机关是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机构,它对国家治理的执行系统(例如财政分权等)
加以约束和监督,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决策系统[３２].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国情和体制下,国
家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手段,通过对财政分权的权力制约,发挥腐败治理工具的作用.

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提出国家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路径如下:(１)完善国家审计自身法制

建设.一方面在反腐败的制度体系中明确国家审计机构的权力和职责;另一方面完善审计法律法规,
增强国家审计在腐败治理中的权力,包括要求司法、监察机关适时介入腐败案件查处,联合监督取证,
制定并落实审计机关移送案件线索的反馈落实机制,对阻碍审计权力行使的行为实施处罚权等.(２)
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国家财政的征税权和预算权得不到有效监督,财政资金的滥用和腐败则在所

难免.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将凭借公共权力取得的收入和履行公共职能必需的支出全部纳入审计

监督范围,加强对公共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减少政府

官员的寻租空间.(３)加强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国家审计本质上是对政府的履职情况,包括廉洁自律

情况进行独立验证的过程.及时公开审计结果,体现了对政务公开、政府财政透明度的要求.“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监督是抑制腐败的重要力量,通过透明的审计信息公开,可以保障社会公众对

政府预算及其执行信息的知情权,使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共同发挥作用.(４)关注大数据

环境下审计创新.利用审计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对海量数据进行跨系统、跨行业的横向

比对验证和纵向关联分析,通过对财政收支总体情况的把握和结构、趋势分析,发现腐败案件线索,对
重要专项、重点项目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及时查处违法违纪问题,提高审计制约腐败的效率和效果.

注释:

①有学者称之为政府审计,笔者认为两者同义,故不加区分.
②在«联合国腐败治理公约»中,审计被认为是国家腐败治理的“四大支柱”之一.
③审计查出问题是以前年度的问题,而财政支出是当年的数据,我们没有(也无法)对两者进行配对.上述局限的存在使得我们

对审计监督的度量存在一定噪音,但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观察到显著的结果,意味着在克服了潜在度量偏误后,我们可能观察
到更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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